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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地确权如何影响农地流转?

———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新证据

李江一

(四川大学 经济学院,四川 成都６１００６５)

摘要: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在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５年搜集的微观面板数据,以新一轮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确权登记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农地确权对农地流转的影响.研究发现,农

地确权可使农户出租土地的概率显著提高４．２个百分点,但并不显著影响农户租入土地的决策.农地确权显著

促进了市场化的农地出租,但对非市场化的农地出租无显著影响,且新增出租的土地主要来源于闲置农地,这表

明农地确权激活了沉睡的农地资源,提高了农地的利用效率.影响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农地确权主要通过强化

农地产权保护而直接促进了农地出租,其通过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而间接促进农地出租的效应较弱.与此同

时,农地确权不具有通过增强“禀赋效应”、促进农业投资而抑制农地出租的效应.本文的研究表明,应继续推进

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为农地流转市场的发育和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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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促进农地流转既是实现农业生产规模化经营、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率的内在需要,也是农村劳动力

向非农业部门或城市转移后的主观意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生产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带动

下得到了飞速发展,粮食产量得到很大提高[１][２],以占世界７％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２２％的人口,创造了

世界奇迹.然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实施初期之所以能够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与该时期农业生产

率低下和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有关.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以及农民工进城门槛的降低,小农经营

与不断发展的农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农村劳动力不断向非农业部门或城市转移与农村土地大量闲置

之间的矛盾越来越严重,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促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解决上述

两大矛盾的有效途径[３].因此,探讨如何促进农地流转便成为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共同关注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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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影响农地流转的因素中,地权安全性被认为是重要因素之一,这是由于现代产权理论认

为,农地产权缺乏保障会增加农地流转过程中的交易成本,进而抑制农地流转[４][５][６],但实证检验该

命题是否成立的研究远未达成一致结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地权安全性本身是内生的,从而使得实证

研究难以准确识别出土地产权对农地流转的因果影响[７][８].一些研究发现强化农地产权保护有助于

促进农地流转.Macours等(２０１０)基于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微观农户数据考察了正式产权与非正式产

权对农地出租的影响,其中,正式产权是指被法律认可的土地产权,而非正式产权是指除法律因素外

其他影响地权是否安全的因素,比如家庭规模、该地区历史上是否发生过土地被侵占行为等.研究发

现,在影响农户是否出租土地的因素中,正式产权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非正式产权的作用不大[９].

Holden等(２０１１)对埃塞俄比亚的研究发现,１９９８年该国开始实施的农地确权既促进了土地所有者

出租土地,也促进了佃农租入土地[１０].此外,Chernina等(２０１４)在分析沙皇俄国１９０６年实施的土地

赋权改革对移民的影响时发现,土地赋权显著提高了农户出售土地而退出再分配公社(Repartition
Communes)的概率[１１].

另一些研究却发现强化农地产权保护并不会影响农地流转.比如,同样是针对埃塞俄比亚农地

确权改革的研究,Deininger等(２０１１)发现,当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估计时,农地确权显著提高了农

户出租土地的概率.然而,当采用更严格的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时,农地确权不会显著影响农户是

否出租[１２].Kemper等(２０１５)分析越南１９９３年开始实施的农地确权对农地流转的影响时发现,在不

控制任何变量的 OLS估计中,农地确权显著提高了农户出租土地的概率,一旦控制更多变量或采用

工具变量估计,农地确权不再显著影响农户是否出租土地[１３].Do和Iyer(２００８)基于双重差分模型

的估计也发现,越南１９９３年开始实施的农地确权对农地流转无显著影响[１４].由此可见,遗漏变量偏

误可能是导致现有研究结论不一致的重要原因.
在国内研究方面,中国在２００９年才开始进行新一轮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因此,早期针对中国的

研究大多以是否拥有旧的土地承包证书或合同来衡量地权安全性①[１５][１６][１７][１８].该衡量方式存在如

下问题:第一,即使拥有旧的土地承包证书或合同,村干部仍有调整土地的权利,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

权依然得不到法律保护[２][１９][２０];第二,旧的土地承包证书或合同没有对土地的空间位置、四至以及面

积进行准确界定,因此,即使拥有旧的土地承包证书或合同也无法保证地权不受他人侵犯;第三,旧的

土地承包证书或合同的发放通常由地方政府或村委决定[１８],它受到地方政府和村干部个人特质等因

素的影响[１９],忽视这些因素必然导致研究结果产生偏误.正因为如此,相关研究争议较大.马贤磊

等(２０１５)和 Wang等(２０１５)发现拥有旧的土地承包证书或合同对农地流转有正向影响[１５][１８],而Jin
和Deininger(２００９)却发现影响并不显著[１７].林文声等(２０１６)甚至发现相互矛盾的结论,他们发现

拥有旧的土地承包证书可促进农地流转,但拥有旧的土地承包合同会抑制农地流转[１６].
中国在２００９年开始的新一轮农地确权为识别地权安全性与农地流转之间的因果关系提供了一

个“准自然实验”.一方面,农地确权通常以县、行政村或村小组为单位来开展试点,这使得确权登记

对农户而言是外生的.另一方面,农地确权采取试点先行、逐步推广的模式,这一模式必然使得在某

一时点上一些农户受到农地确权政策的影响,而另一些农户则不受农地确权政策的影响.新一轮农

地确权的这两个特征使得本文可以采用双重差分模型(DifferenceＧinＧDifference)来识别农地确权对

农地流转产生的因果影响,从而避免现有研究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偏误.
目前,国内已有一些学者考察了新一轮农地确权对农地流转产生的效果,但这些研究大多基于横

截面数据进行分析,由于使用横截面数据较难处理计量模型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研究结论值得商

榷.程令国等(２０１６)和林文声等(２０１７)均采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考察了新

一轮农地确权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前者发现新一轮农地确权可使农户出租土地的概率提高４．９个百

分点,而后者发现新一轮农地确权对农地出租无显著影响,但会显著抑制农地租入[２１][２２].然而,中国

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仅采集受访者在４５周岁及以上的家庭信息,该数据适宜研究老龄

化问题,在研究农地流转时不具有代表性,与此同时,CHARLS问卷中对农地确权的定义为“二轮承

７４１



包以来,村庄是否土地确权”,显然,二轮承包以来(１９９７年)既覆盖旧的农地确权,也覆盖新一轮农地

确权,这就难以准确定义农地确权是新一轮农地确权还是旧的农地确权.付江涛等(２０１６)、胡新艳和

罗必良(２０１６)基于局部调查数据的研究也发现相反结论,前者对江苏省的研究发现,农地确权可使农

户转出土地的概率提高约２６．４个百分点,而后者对广东、江西两省的研究却发现,农地确权对农户是

否转出土地无显著影响[２３][２４].由此可见,数据是否具有代表性、变量定义是否准确以及实证研究方

法是否合理会对研究结果产生较大影响.
纵观国内外相关研究可以发现,当前关于农地确权与农地流转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还不多,少数

研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仍存在一些局限性.第一,由于数据的限制,现有研究未能较好地解决内

生性问题,特别是国内的研究,这使得现有研究结论存在较大分歧,新一轮农地确权是否具有促进农

地流转的作用有必要进一步厘清.第二,现有研究缺少对农地确权影响农地流转的内在机理的探讨,
农地确权是否通过强化农地产权保护而促进了农地流转? 农地确权是否具有其他影响农地流转的机

制? 比如,通过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而促进农地流转[２５]、通过提高土地租金而产生“禀赋效应”,进而

抑制农地流转[２６]或通过促进农业投资而增加土地需求并减少土地供给[２７].显然,对这些问题的回

答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第三,现有研究缺少基于全国代表性数据的实证研究,研究结论难以

具有普遍适用性.
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的创新和贡献在于:首先,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Household

FinancialSurvey,CHFS)在２０１３年与２０１５年采集的微观面板数据,以新一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确权登记试点作为外生政策冲击,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来识别农地确权与农地流转之间的因果关系,可
以较好地解决内生性问题,研究结果更加可信,是对现有研究的补充;其次,本文通过深入分析新一轮

农地确权影响农地流转的内在机理,既可从理论上对现代产权理论进行再检验,又可从实践上为如何

促进农业生产规模化经营提供决策参考,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最后,使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

微观数据进行研究使得本文的结论更具一般性.文章剩余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相关

制度背景,在此基础上说明本文的识别策略;第三部分是数据来源、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第四部分

是实证结果分析;最后是结论与政策启示.

二、制度背景与识别策略

(一)制度背景

自１９４９年以来,中国的农地制度经历了从人民公社制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转变.不可否

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粮食产量提高[１][２],但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并未赋予农民长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集体可以根据家庭人口变动或土地耕种状况

等因素而不定期调整土地[２],即使２００２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明确规定“土
地承包最低年限为３０年,除特殊情形外,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但仍有许多地区存在非法调整土

地的现象[１９][２０].根据现代产权理论,地权缺乏保障会对经济发展造成诸多不利影响,其中最重要的

一个方面便是抑制农地流转,进而降低土地资源配置的效率[４][５][６].
为赋予农民更加充分且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降低农地流转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优化土地资

源配置效率,２００９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稳步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试点”(简称“农地确

权”).新一轮农地确权的目标是将农户承包土地的权利以证书的形式长久地确立下来,妥善地解决

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导致的承包土地面积不准、四至不清、空间位置不明、登记簿不健全等问题,从根本

上强化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保护,杜绝村干部随意调整农民承包土地的行为,彻底消除农民

对失去土地的担忧.截至２０１８年底,我国完成承包地确权登记面积１４．８亿亩,占承包地实测面积的

８９．２％,３０个省份已报告基本完成承包地确权登记② .
(二)识别策略

２００９年开始逐步实施的农地确权登记试点使得本文可以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来识别农地确权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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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地流转产生的影响,双重差分模型的思想是通过比较实验组和控制组在政策发生前后的相对差异

来实现对政策效应的一致估计,但其前提条件是实验组和控制组满足共同趋势假定,即在不受政策影

响的情况下,实验组和控制组在因变量的变动上具有相同趋势.这一假定通常不易满足,这时可以通

过控制其他变量来尽可能保证,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Yit＝α＋βDi×POSTt＋γXit＋ci＋POSTt＋εit (１)
式(１)中,Yit表示农户i在第t期是否参与农地流转的哑变量,若参与农地流转取值为１,否则取

值为０,本文将分别从农地出租和农地租入两个角度进行分析.Di表示农户i所在家庭是否获得农地

确权证书哑变量,若获得农地确权证书取值为１,否则取值为０.POSTt表示年份哑变量,２０１５年取

值为１,２０１３年取值为０.ci表示个体固定效应,Xit是控制变量向量,eit是随机误差项.b便是农地确

权对农地流转的边际影响.
尽管农地确权通常以县、行政村或村小组为单位进行试点,即农地确权登记对农户而言是外生的,

但政府可能并不是随机地选择试点县或村,比如,政府可能选择土地流转市场较为发达的村优先开展农

地确权试点,这可能违背共同趋势假定,进而造成b的估计存在偏误.本文采用两种方法来解决这一问

题:一是控制每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和不同特质村庄的时间固定效应;二是采用倾向匹配和双重差分模型

相结合的方法(PSMＧDID)来保证实验组和控制组具有同质性,以尽可能满足共同趋势假定,其基本思路

是:通过寻找与实验组特征相近的个体作为控制组,再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对配对成功的实验组与控制组

进行分析.

三、数据来源、变量与描述统计

(一)数据来源和处理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在２０１３年与２０１５年搜集的微观调查数据.

CHFS采用分层、三阶段与概率比例规模(PPS)抽样法在全国抽取家庭样本,且每两年对抽样家庭进

行一次追踪访问.２０１３年,CHFS在全国除西藏、新疆和港澳台地区外的２９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搜集了２８１４３户家庭、９７９１６个家庭成员的信息,样本具有全国和省级代表性.２０１５年,CHFS对

２０１３年样本进行了追访,并将调查样本扩充至３７３４０户家庭、１２５３１５个家庭成员,样本在全国、各省

及各副省级城市均具有代表性.其中,追访成功２１７７５户家庭、７００３７个家庭成员.调查信息包括基

本的人口统计特征、主观态度、金融和非金融资产、负债、家庭支出与收入、社会保障与保险等.特别地,

CHFS问卷详细记录了农户是否获得农地确权证书、获得农地确权证书的时间以及农地流转情况.
本文旨在考察农地确权对农地流转的影响,且主要基于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分析,因此,本文对数

据做了如下处理:第一,本文剔除了没有农用土地的家庭;第二,本文剔除了后续计量分析中控制变量

存在缺失值的样本;第三,为尽量保证实验组和控制组在受到政策影响前具有同质性,本文还剔除了

在２０１３年及之前就已获得农地确权证书的家庭.因此,实验组是两轮调查期间领到确权证书的农

户,控制组是截至２０１５年调查时仍未领到确权证书的农户,这样可以保证本文定义的实验组一定是

新一轮农地确权农户,从而避免农户将新一轮农地确权与旧农地确权相混淆的问题.经上述处理后,
最终获得５９６７个农户样本.

(二)变量与描述统计

１．核心解释变量.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农户是否领取农地确权证书,其在CHFS问卷中对应

的问题是“是否有相关人员将你们家农用土地的边界、四至和面积测量清楚并颁发一个证书?”③ ,若
农户在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５年两轮调查期间获得农地确权证书取值为１,否则取值为０,前者为实验组,后
者为控制组.在５９６７个农户样本中,实验组农户有１７６５个,占比２９．５８％.

２．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农地流转,具体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农户是否出租土地,出
租取值为１,否则取值为０;二是农户是否租入土地,租入土地取值为１,否则取值为０.表１报告了农

户在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５年参与农地流转的情况.可以发现,从２０１３年到２０１５年,样本中农户出租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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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提高了５．２７个百分点,租入土地的农户比例也提高了１．１２个百分点.从分组样本来看,农地

确权组(实验组)在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５年出租土地的比例分别为１１．４３％和１９．４５％,增加了８．０２个百分

点,而农地未确权组(控制组)在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５年出租土地的比例分别为１１．９５％和１６．０６％,仅增加了

４．１１个百分点.可以发现,实验组和控制组农户在农地确权之前出租土地的比例相差不大,而农地确权

后,实验组农户出租土地的比例的增幅显著高于控制组农户(t值为２．７０).与农地出租变动的特征相

反,从２０１３年到２０１５年,实验组农户租入土地的比例有微弱下降,而控制组农户租入土地的比例增加

了１．６８个百分点,但两组农户租入土地的比例的变动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差异(t值为－０．９８).初步的

描述性统计信息显示,农地确权显著促进了农地出租,但对农地租入没有显著影响.
　表１ 农地出租与农地租入变动情况

农地流转
全样本 农地未确权 农地确权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３① ２０１５② ２０１３③ ２０１５④

DID(t值)
(④－③)－(②－①)

农地出租(％) １１．７９ １７．０６ １１．９５ １６．０６ １１．４３ １９．４５ ２．７０∗∗∗

农地租入(％) １３．８６ １４．９８ １４．５２ １６．１８ １２．３１ １２．１５ －０．９８
样本数 ５９６７ ５９６７ ４２０２ ４２０２ １７６５ １７６５

　　注:数据由作者根据CHFS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５年调查数据整理而来.∗∗∗表示在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３．控制变量.本文还对一些可能影响农地流转的变量进行了控制.具体包括两类:一类是随时

间变化的变量,这类变量可能影响家庭承包土地的规模,进而影响农地流转意愿,具体包括调查上一

年度是否有红白喜事、过去两年土地是否被征收及家庭人口特征.其中,调查上一年度是否有红白喜

事、过去两年土地是否被征收均为哑变量,若是取值为１,否则取值为０.家庭人口特征包括家庭总人

数、１６岁及以下少年占比和６０岁及以上老年占比.另一类是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这类变量可用于

控制不同特征个体的时间变动趋势,这些特征包括户主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是否有慢性病、受访

者及配偶兄弟姐妹数(不含自己)５个变量,其中,性别为哑变量,男性取值为１,女性取值为０;受教育

程度包括文盲、小学、初中、高中、中专/职高、大专及以上６个哑变量,在回归分析时以文盲为参照组.
表２报告了上述两类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发现,确权组和未确权组农户的各类特征均比

较相近,相比较而言,确权组农户少年和老年抚养负担更重、得慢性病的比例更高,兄弟姐妹更多.
　表２ 控制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

２０１３

农地未确权
(N＝４２０２)

均值 标准差

农地确权
(N＝１７６５)

均值 标准差

２０１５

农地未确权
(N＝４２０２)

均值 标准差

农地确权
(N＝１７６５)

均值 标准差

随时间变化
的变量

家庭总人数(人) ４．０３ １．７１ ４．０７ １．８３ ３．８２ １．７０ ３．８９ １．７２
１６岁及以下少年占比 ０．１５ ０．１７ ０．１６ ０．１８ ０．１４ ０．１８ ０．１５ ０．１７
６０岁及以上老年占比 ０．２０ ０．３１ ０．２２ ０．３１ ０．２５ ０．３３ ０．２６ ０．３３
红白喜事(１＝有,０＝无) ０．０９ ０．２９ ０．０８ ０．２７ ０．０８ ０．２７ ０．０９ ０．２９
土地征收(１＝有,０＝无) ０．０２ ０．１３ ０．０１ ０．１１ ０．０２ ０．１４ ０．０３ ０．１７

不随时间变
化的变量

户主年龄(岁) ５３．１５ １１．８８ ５３．１８ １１．６９
户主性别(１＝男性,０＝女性) ０．８８ ０．３３ ０．８８ ０．３２
文盲 ０．１０ ０．３１ ０．１０ ０．３０
小学 ０．３８ ０．４８ ０．３８ ０．４９
初中 ０．３８ ０．４８ ０．３８ ０．４９
高中 ０．１１ ０．３１ ０．１１ ０．３１
中专/职高 ０．０２ ０．１３ ０．０２ ０．１４
大专及以上 ０．０２ ０．１３ ０．０２ ０．１２
慢性病(１＝有,０＝无) ０．４２ ０．４９ ０．４４ ０．５０
兄弟姐妹数(个) ６．７９ ３．３１ ７．０６ ３．３２

　　注:数据由作者根据CHFS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５年调查数据整理而来.给定出生年份,每个人的年龄相对不变.慢性病和兄弟姐妹数
在短期内变化的可能性较小.因此本文将年龄、是否有慢性病和兄弟姐妹数视为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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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本模型的估计

表３报告了农地确权对农地出租的影响.模型(１)未加入任何控制变量,模型(２)在模型(１)的基

础上加入随时间变化的控制变量以及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与年份哑变量的交叉项,模型(３)在模型

(２)的基础上加入户主户籍所在地级及以上城市哑变量与年份哑变量的交叉项.可以发现,农地确权

显著提高了农户出租土地的概率,且这一影响在引入更多控制变量后依然稳健.就边际效应而言,当
其他因素不变时,农地确权可使农户出租土地的概率提高４．２个百分点.与控制组在确权之前的样

本均值相比,农地确权可使参与农地出租的农户增加３５．１５％(＝４．２/１１．９５).本文中农地确权对农

地出租的边际影响小于现有文献的研究结果[２１][２３],这表明现有研究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偏误而导致估

计结果上偏.
　表３ 农地确权对农地出租和租入的影响

(１) (２) (４) (４) (５) (６)

农地出租 农地出租 农地出租 农地租入 农地租入 农地租入

农地确权×POST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９∗∗∗ ０．０４２∗∗∗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７)

家庭总人数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１６岁及以下少年占比 ０．００６ ０．０２９ ０．０６９ ０．０８５
(０．０６５) (０．０６５) (０．１１７) (０．１２０)

６０岁及以上老年占比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７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８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２) (０．０７８) (０．０７４)

红白喜事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５)

土地征收 －０．０１７ －０．０３８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４
(０．０３８)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９)

不变特征×POST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城市哑变量×POST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常数项 ０．１１８∗∗∗ ０．１２８∗∗∗ ０．１４４∗∗∗ ０．１３９∗∗∗ ０．０９８∗∗ ０．０８６∗∗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３)
观测值 １１９３４ １１９３４ １１９３４ １１９３４ １１９３４ １１９３４
R２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６ ０．０８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６２

　　注:括号里是异方差稳健标准误,∗∗∗表示在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表３模型(４)~(６)报告了农地确权对农地租入的影响.各列控制变量的添加方式与该表模型

(１)~(３)相同,可以发现,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农地确权对农地租入都没有显著影响,本文没有发

现强化农地产权保护会增加农地需求的证据.
(二)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本文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还对基本模型的估计结果做了分析.首先,罗必良(２０１４)指
出,亲友邻居之间的农地流转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要素市场交易,而是包含了地缘、亲缘、人情关系在

内的特殊市场交易,这类交易通常是零租金[２６].因此,本文将因变量划分为出租农地并取得正租金

和出租农地取得零租金,若发生相应行为取值为１,否则取值为０.表４模型(１)和(２)的估计结果显

示,农地确权对市场化的农地出租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非市场化的土地出租行为无显著影

响.通常而言,与亲友邻居之间的非市场化交易主要基于长期交互所形成的“默契”与声誉机制,从而

能够为转出农户提供稳定预期[２６],这一证据表明农地确权通过强化地权稳定性而促进了农地出租.
其次,考虑到同一村内不同农户的农地流转决策可能存在相互关联,表４模型(３)报告了聚类到

村的稳健标准误时的回归结果,即使如此,农地确权仍在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地出租,
估计结果非常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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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为使实验组和控制组具有同质性以尽可能满足共同趋势假定,本文采用倾向匹配双重差分

模型(PSMＧDID)进行分析.PSMＧDID的实施步骤如下:
第一,估计倾向分值函数P(Di＝１|Xi１),即利用第１期(２０１３年)的经济统计信息预测家庭i在第

２期(２０１５年)获得农地确权证书的概率,本文采用probit模型估计倾向分值函数.农地确权登记通

常选取县、行政村或村小组进行试点,因此,导致实验组和控制组不同质的主要原因在于县或村的异

质性,这样,匹配向量应尽可能选择县或村级层面的信息.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的匹配向量

Xi１主要为村级层面的变量,这些变量包括:(１)访员对受访户所在村的马路整洁程度、建筑格局、拥挤

程度和绿化程度的打分;(２)村支部书记或主任的个人特征,包括村支部书记或主任的年龄、性别、学
历、是否是党员４个变量;(３)村庄特征,包括村庄２０１３年家庭户数、村庄是否有小学、村庄到乡(镇)
政府的距离、村庄到区或县政府的距离、村庄党员人数以及该村是城镇居委会还是农村行政村哑变

量.由于村级特征变量存在缺失值,上文没有控制不同特征村庄的时间趋势,为保证估计结果稳健,
表４模型(４)加入村级特征变量与年份哑变量的交叉项,结果显示,控制不同特征村庄的时间趋势后,
本文的估计结果依然稳健.

第二,根据倾向得分为实验组寻找最佳匹配对象.本文采用常见的一对一匹配法,最终匹配成功

的样本量为３４０４,处理组与对照组样本各占５０％.配对成功后,需要检验匹配的有效性,常见的检验

方法是匹配平衡性检验④ .结果显示,匹配后的实验组与对照组在匹配变量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同时,匹配后的标准偏差绝对值均在１０％以下,根据Rosenbaum 和Rubin(１９８５)的经验,若匹配后的

标准偏差绝对值小于２０％,则认为匹配效果较好[２８].总体而言,本文的匹配结果较理想.
第三,在检验通过的基础上,再采用双重差分模型仅对匹配成功的样本进行分析.表４模型(５)

报告了相应估计结果,模型(６)在模型(５)的基础上加入控制变量,结果均稳健地显示,农地确权显著

促进了农地出租.
　表４ 农地确权影响农地出租的稳健性检验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因变量:取得
正租金＝１

因变量:取得
零租金＝１

采用聚类到村
的稳健标准误

控制异质
村的趋势 PSMＧDID PSMＧDID＋

控制变量

农地确权×POST ０．０３３∗∗ ０．００８ ０．０４２∗∗∗ ０．０４２∗∗∗ ０．０４０∗∗ ０．０４３∗∗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城市哑变量×POST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村庄特征×POST 否 否 否 是 否 是

常数项 ０．１０４∗∗∗ ０．０３７∗∗∗ ０．１４４∗∗∗ ０．１５３∗∗∗ ０．１２０∗∗∗ ０．１６７∗∗∗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２８)
观测值 １１９３４ １１９３４ １１９３４ １１６１６ ６８０８ ６８０８
R２ ０．０７１ ０．０７３ ０．０８２ ０．０８８ ０．０２８ ０．１３１

　　注:除模型(３)采用聚类到村的稳健标准误外,其余模型均报告的是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１％和５％的统计
水平上显著.

　　(三)影响机制分析

接下来,本文进一步分析农地确权影响农地出租的可能机制:

１．强化农地产权保护.根据Besley(１９９５)、Besley和 Ghatak(２０１０)的理论研究,农地确权影响

农地流转的一个最直接的渠道是农地确权可以通过强化地权安全性降低农地流转过程中的交易成

本,从而促进农地流转[５][６](P４５２５－４５９５).若这一影响机制成立,那么,农地确权将更有可能促进在政策

实施前地权安全性较差的农户参与农地流转.因此,参照现有研究的做法,可以将样本划分为地权安

全性较好和较差两组[２９],分别考察农地确权对这两组农户出租土地的概率是否具有差异化影响来检

验这一影响机制.本文采用如下两种方式来度量地权安全性:第一,现有研究认为,在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下,土地调整的频率体现了地权的安全性,土地调整频率越高,地权安全性越差[３０].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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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FS未询问土地调整频率,但询问了农户所在村最近一次土地调整的年份.因此,本文以农户所在

村最近一次农地调整的年份间隔(２０１５减去最近一次土地调整年份)来衡量地权安全性,间隔越长,
则表明地权安全性越好[２１][２２].本文以土地调整时间间隔的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两组,样本中土地调

整时间间隔的中位数为１７年,所对应的年份为１９９８年,这恰好是第二轮土地承包开始的年份.第

二,罗必良(２０１４)指出,产权强度是法律赋权和社会规范的函数,其中,法律赋权从合法性、强制性与

权威性方面提升产权强度,而社会规范从合理性、道义性与规范性方面强化产权强度[２６].因此,获得

法律赋权或社会规范保护的地权更安全,在农地流转过程中的交易成本更低.从这一视角出发,可按

照如下两种方式区分地权安全性:(１)是否获得土地承包合同,国家在第二轮土地承包开始时(１９９８
年)要求村集体与农户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土地承包合同可视为法律赋权;(２)农户所在村是否有村民

公约,村民公约可视为社会规范.
表５模型(１)和(２)报告了以土地调整时间间隔来衡量地权安全性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在第二

轮土地承包之后仍发生农地调整的村庄,农地确权可使农地出租的概率显著提高４．６个百分点,而在

第二轮土地承包之后没有进行农地调整的村庄,农地确权的影响不显著.表５模型(３)和(４)报告了

有、无土地承包合同两组样本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农地确权可使没有土地承包合同的农户出租土

地的概率显著提高８．４个百分点,但对有土地承包合同的样本组,农地确权的影响不显著.由于土地

承包合同这一法律赋权方式具有强化农地产权保护的作用[１５][１８],对于拥有土地承包合同的农户,其
地权已经得到一定保护,因此,新一轮农地确权产生的政策效果就相对较弱.表５模型(５)和(６)报告

了有、无村民公约两组样本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在没有村民公约的村庄,农地确权可使农地出租的

概率显著提高１０．３个百分点,而相应的影响在有村民公约的村庄不显著.村民公约这一社会规范具

有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因此,新一轮农地确权对这类村庄农地流转的促进作用就相对较弱.这些证

据均表明,新一轮农地确权可以通过强化农地产权保护、降低交易成本而促进农地出租.
　表５ 农地确权、地权安全性与农地出租

被解释变量:农地出租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农地调整
间隔＞１７年

农地调整
间隔≤１７年

有土地承
包合同

无土地承
包合同

有村民
公约

无村民
公约

农地确权×POST ０．０２３ ０．０４６∗∗ ０．０３０ ０．０８４∗∗∗ ０．０２６ ０．１０３∗∗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０) (０．０３０) (０．０１９) (０．０４１)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哑变量×POST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０．０６７∗∗ ０．１９４∗∗∗ ０．１３２∗∗∗ ０．１５９∗∗∗ ０．１１９∗∗∗ ０．２１７∗∗∗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２) (０．０２８) (０．０４５)
观测值 ４２４６ ５２１６ ５８０６ ６１２８ ８６１０ １９５２
R２ ０．１１２ ０．１０７ ０．１２０ ０．１２２ ０．０８５ ０．２１２

　　注:括号内是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以下表同.

　　２．促进劳动力转移.除了通过降低交易成本而直接促进农地流转,农地确权还可通过促进农村

劳动力转移而间接促进农地流转[２５].本文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来检验这一影响机制.根据验证中介

效应的三个标准[３１]:(１)中介变量对自变量回归,自变量达到显著的水平;(２)因变量对自变量回归,
自变量也达到显著的水平;(３)因变量同时对中介变量和自变量回归,如果中介变量达到显著的水平,
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减小且自变量达到显著的水平,则中介变量起部分中介作用,若自变量回归系数减

小且没有达到显著的水平,则中介变量起完全中介作用.本文中,中介变量为家庭成员中从事非农业

劳动的比例,自变量为农地是否确权,因变量为农地是否出租.上文已验证第二个标准,接下来,本文

将验证第一个和第三个标准.
表６模型(１)检验了中介效应的第一个标准,可以发现,农地确权可使家庭成员中参与非农业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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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比例提高２．４个百分点,在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即满足中介效应的第一个标准.模型(２)检验

了中介效应的第三个标准,可以发现,家庭成员中从事非农业劳动的比例每提高１个百分点,农户出

租土地的概率将显著提高０．０６７个百分点,但农地确权的估计系数为０．０４０,与没有控制非农业劳动参

与比例时的结果(表３模型(３))相比仅有微弱的下降.综合验证中介效应的三个标准可得,农地确权通

过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而间接促进农地流转的效应较弱,平均而言,农地确权通过促进劳动力转移而间

接提高的土地出租概率仅为０．１６１(＝２．４×０．０６７)个百分点,仅占总效应的３．８３％(＝０．１６１/４．２).
　表６ 中介效应检验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非农业劳动
参与比例

农地出租
农业劳动
参与比例

Ln(外部中间
要素投入)

Ln(农地
自评总价)

Ln(农地
自评单价)

农地确权×POST ０．０２４∗∗∗ ０．０４０∗∗ ０．００３ ０．１２４ ０．１４７ ０．０８１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０) (０．１２０) (０．１８４) (０．０８９)

非农业劳动参与比例 ０．０６７∗∗

(０．０２８)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哑变量×POST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０．３３７∗∗∗ ０．１１９∗∗∗ ０．６８６∗∗∗ ５．１２０∗∗∗ ８．９５６∗∗∗ ２．０８３∗∗∗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２) (０．２０３) (０．３４０) (０．１６６)
观测值 １１９３４ １１９３４ １１９３４ １１９２６ ７４８０ ７４４１
R２ ０．１０４ ０．０８４ ０．１５５ ０．０８３ ０．２０２ ０．２１１

　　注:“非农业劳动参与比例”是指家庭成员中参与非农业劳动的比例,“农业劳动参与比例”的定义以此类推.“外部中间要素投
入”包括农户购买农药、化肥、种子等农资品,雇佣外部劳动力,租用农用机械设备所发生的费用支出.“农地自评总价”是农户对自己
所拥有土地的评估价值.“农地自评单价”是农户对自己所拥有土地的评估单价.

　　３．促进农业投资.现有研究还指出,农地确权可通过促进农业投资而增加农地需求并减少农地

供给[２７].上文的结果表明,农地确权并没有提高农户租入土地的概率,即农地确权并没有增加农地

需求.为验证中介效应,还需要进一步检验农地确权是否可促进农业投资.本文从家庭自有劳动力

投入和外部中间要素投入两个方面进行检验.其中,家庭自有劳动力投入以家庭成员中从事农业劳

动的比例来衡量;外部中间要素投入为农户购买农药、化肥、种子等农资品,雇佣外部劳动力,租用农

用机械设备所发生的费用支出.表６模型(３)报告了农地确权对家庭成员中农业劳动参与比例的影

响,可以发现,农地确权对农业劳动参与比例没有显著影响⑤ .表６模型(４)的估计结果显示,农地确

权后,农业外部中间要素投入并没有显著提高.由此可见,农地确权不具有促进农业投资而抑制农地

流转的作用.

４．“禀赋效应”.罗必良(２０１４)指出,农户的承包地是一种被赋予了特殊情感的人格财产,农地确

权会使农户给予土地更高的主观价值评价,这使得农户出租土地的意愿价格高于市场的平均支付价

格,由此产生“禀赋效应”,从而导致交易双方难以在交易价格上达成一致,进而抑制农地流转[２６].根

据这一理论,农地确权必然会提高农户出租土地的意愿价格.CHFS数据未询问农户出租土地的意

愿价格,但询问了农户对自己所拥有土地的评估价值,农地自我评估价值可视为农地意愿出租价格的

折现值,因此,本文以农地自评价值作为土地意愿出租价格的代理变量.表６模型(５)报告了农地确

权对农地自评总价的影响,模型(６)进一步考虑了承包地面积变动的影响,即以农地自评单价作为被

解释变量.估计结果显示,无论是将农地自评总价还是单价作为被解释变量,农地确权的影响均不显

著.由此可见,农地确权不具有通过增强“禀赋效应”而抑制农地流转的效应.
上文的分析还显示出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即农地确权在促进农户出租土地的同时并没有降低

家庭成员中从事农业劳动的比例(表６模型(３)).实际上,这一现象与理论和现实均不矛盾.从理论

上讲,如果资本和劳动可以相互替代,且资本的产出高于劳动的产出,那么,随着农地经营规模的扩

大,农户可以增加资本投入(比如农业机械)来替代劳动投入,相反,农地经营规模缩小则意味着单位

面积上资本投入的成本增加,进而可能使得农户以劳动投入为主.从现实来看,农户的土地可以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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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状态:自己耕种、闲置(既未自己耕种也未出租)和出租,因此,农户出租土地面积的增加并不一定

会降低自己耕种的土地面积,而有可能使得闲置土地面积减少.为提供相关证据,表７进一步考察了

农地确权对农地利用情况的影响.结果显示,农地确权并没有降低农户自己耕种土地的概率(模型

(１)),但使农户闲置土地的概率显著降低了３．５个百分点(模型(２)),这与农地确权对农地出租的边

际影响十分接近.由此可见,农地确权后新增出租的农地主要来源于闲置农地,即农地确权激活了农

村闲置的农地资源,减少了农地资源的浪费,提高了农地的利用效率.
　　表７ 农地确权与农地使用情况

(１) (２)

自己耕种 农地闲置

农地确权×POST ０．０２０ －０．０３５∗∗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７)
控制变量 是 是

城市哑变量×POST 是 是

常数项 ０．６７４∗∗∗ ０．２４２∗∗∗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１)
观测值 １１９３４ １１９３４
R２ ０．０９１ ０．０９５

　　注:“自己耕种”是指有农用土地的家庭是否
从事农业劳动哑变量,是取值为１,否则取值为０,
“农地闲置”是指有农用土地的家庭是否闲置土地
哑变量,是取值为１,否则取值为０.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在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５年搜

集的微观数据检验了农地确权对农地流转的影响.主要

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农地确权显著促进了农地出租,在
其他因素不变时,农地确权可使农地出租的概率增加４．２
个百分点,但并不显著影响农地租入.第二,农地确权显

著促进了市场化的农地出租,但对非市场化的农地出租

没有显著影响,且新增出租的土地主要来源于闲置农地,
这表明,农地确权激活了农村闲置的土地资源,减少了农

地资源的浪费,提高了农地的利用效率.第三,从影响机

制来看,农地确权主要通过强化农地产权保护而直接促

进了土地出租,其通过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而间接促进

土地出租的效应较弱.与此同时,农地确权不具有通过增强“禀赋效应”、促进农业投资而抑制农地出

租的效应.
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首先,农地确权是新一轮农村经济改革发展的基础,其目标旨

在从供给侧消除农村土地和劳动力两大要素自由流动的壁垒,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农地确权通过强

化农地产权保护而促进了农地流转,且主要促进了市场化的农地流转,因此,未来应继续推进和完善

农地确权,为农地流转市场的发育和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以逐步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其

次,本文的研究表明,制度规范是影响农地流转的重要因素,因此,除了加强农地产权保护外,政府可

采取适当的措施来规范农地流转市场,比如,建立公开、公正、透明的农地流转网上交易平台等.最

后,尽管农地确权后农户非农化倾向增加,但这并不影响农地的使用效率,相反,农地确权可减少农地

闲置,促进闲置农地的优化再配置,因此,就解决农地抛荒、撂荒的难题而言,通过强化农地产权保护

来激励农户将不愿自己耕种的农地流转出租是解决这一难题行之有效的办法.

注释:

①为与２００９年新一轮农地确权颁发的证书相区别,本文把２００９年新一轮农地确权之前颁发的证书或合同称为“旧的土地承包证书
或合同”.政府在第二轮土地承包开始初期出台的相关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
系的通知»(中办发[１９９７]１６号)中明确规定“要及时向农户颁发由县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一印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

②数据来源:人民日报,网址: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２０１９－０１/１８/nw．D１１００００renmrb_２０１９０１１８_４－０２．htm.
③这一问题的设计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受访者将新一轮农地确权颁证和旧农地确权颁证相混淆的问题,因为旧农地确权几乎

不会对农地的边界、四至和面积进行准确测量.
④限于篇幅,匹配变量的定义、描述性统计及匹配平衡性检验未汇报,若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⑤本文发现,农地确权不会显著降低农业劳动参与比例(表７模型(３)),但可显著提高非农业劳动参与比例(表７模型(１)),二者

并不矛盾.在作者的另一项研究中发现,农地确权后,增加的非农业劳动参与者主要来源于农村闲置劳动力(家务劳动者),而并非来
源于农业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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